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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緒緒論論  
一一..研研究究背背景景與與目目的的  

    臺灣近幾年教育場域相較於以往更趨於價值多元性、行為複雜性與教師專業性(吳

百祿，2011；舒志定，2011；蔡進雄，2011：12；蕭揚基，2007)；傳統以校長為主角的

領導行為，可能無法面對複雜與多元的學校環境(Weberg, 2012)。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

「未來的學校領導」文獻的引導(Avolio,Walumbwa＆Weber, 2009; Sentocnik＆Rupar, 

2009)，匯集適用於價值多元性、行為複雜性與教師專業性的環境的領導行為，包括團

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並檢驗這些領導行為的效果；以建構適用於「未

來」1學校領導行為的關係模式。同時，跨國性領導行為的探討可以強化研究結果的學

術價值(Boehnke, Bontis, DiStefano＆DiStefano, 2003)，日本在教育上重視團隊取向

(Ishikawa, 2012)，日本校長也透過教學領導取得教師信任(Willis ＆ Bartell,1990)，因

此，以日本為跨國的目標國，進行跨國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研究，具有學術意涵。本研

究因而探討臺灣、日本兩國學校領導行為的關係模式，以及兩國學校領導行為的相似性

與差異性。 

    Chang(2011)在2011年即提出同樣的看法，他指出未來學校領導行為的研究必需與

時俱進，有所調整。如何調整校長領導行為的研究，而能與時俱進呢?Avolio、Walumbwa

與Weber(2009)在〈領導：最近的理論、研究與未來方向〉以及Sentocnik與Rupar(2009)

在〈未來的學校領導〉的論文之中有可供參考的意見；他們認為校長的角色已經隨著時

代價值觀念的演變，不再是學校領導與決策的唯一決定者，未來的學校領導，應朝向團

隊取向的領導，以及重視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團隊取向的領導及重視教學

領導，匯合起來如同 Glatthorn與 Newberg(1984) 所謂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a team 

approach to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同時，教育環境越趨複雜多變，教師價值觀與行為

亦趨複雜，校長領導必須同時考慮教師價值觀與社區家長價值觀，調適與調整領導心態

(Chang, 2011)，轉而採取適合組織成員知識及滿足社區與組織成員心理需求的複合領導

(complexity leadership)(Uhl-Bien, Marion, ＆ McKelvey, 2007)；此外，教師價值多元與

行 為 複 雜 ， 也 促 使 校 長 須 配 合 不 同 情 境 條 件 而 採 取 多 元 領 導 (multi-frame 

leadership)(Bolman ＆ Deal, 2008)。因此，本研究預計針對以上幾個較符合價值多元

性、行為複雜性與教師專業性的領導行為，探討並建構一個趨近於教育場域現狀所需要

的領導行為的關係模式，包括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與相關因素的關

係模式，提供學校場域中校長施展領導之參考。 

    團隊領導向來被認為具有效能(Markulis, Jassawalla, ＆ Sashittal, 2006)，但是這方

面仍缺乏實徵的研究，本研究則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實徵研究。同時，有研究顯示成功的

學校，與它是否重視教學領導有關(Bartell＆Willis, 1987)。本研究結合團隊領導與教學

領導的概念，將研究焦點取法Glatthorn與Newberg在1984年所提出「團隊取向教學領

導」；Glatthorn與Newberg(1984)認為國中教學以分科為主，學科知識界線分明，校長似

                                                 
1 此處所謂的「未來」的領導行為係指即將可以使用在目前學校場域的領導行為。 



乎難以在各個分科領域上成為該科專業的教學領導者，如果校長能把教學領導的角色，

分權委予幾位各領域可信任的專家教師，形成團隊取向的教學領導，或許學校效能會更

高。臺灣教育行政場域近幾年也鼓勵各校發展專業團隊(吳百祿，2011：97)，有些校長

身先士卒帶領教師參與團隊，執行教學領導，但是，也有許多校長透過團隊取向(非一

人主導)，經營各校專業團隊，發揮團隊取向的教學領導。因此本研究計畫藉著大樣本

的調查資料以檢驗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效果，期能建構較趨近於教育場域現狀所需要的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的關係模式。 

    複合領導方面，UUhhll--BBiieenn等等人人((22000077))的複合領導理論認為學校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在互動頻繁、變化的環境系統中，管理者應當施以授權(enabling)與調適(adaptive)的行

為，而不是施行管制、壓抑或結盟行為。授權領導行為可以促進知識與創造力的流動，

調適領導行為則可提供知識的調整與行動的修正。學校近似於上述的複雜調適系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在此系統中，教師各有專業知識(即專業知識多元)，家長教

育程度也複雜，校長領導行為受到教師專業與家長理念的影響，做決策時應適當納入其

他教師與家長意見，調適領導行為與決策。另外為了讓教師專業知能發揮，校長需要授

權，才能使得教師擁有權限，得以執行其想法。為了描述此一複雜而需要調適的系統，

Uhl-Bien等人(2007)提出複合領導的意涵，包含調適領導(adaptive leadership)與授權領導

(enabling leadership)行為。前述有關於複合領導的運用，正好與許多校長實際經驗相符；

研究者在一次小學校長訪視經驗中，某校長談到領導行為並非自始至終使用一種領導行

為，而須是因時制宜，某個時候使用一種領導，隨著情況改變又需要調整原來領導行為，

亦即領導行為調適。當時，該校長並無複合領導的概念，不過此段談話卻顯現學校領導

行為的實務上，需要複合領導行為。因此本研究期望進行大樣本調查以檢驗其效果，期

能建構較趨近於教育場域現狀所需要的複合領導行為的關係模式。。 

    多元領導方面，Butler與Reese(1991)認為過去對於領導行為的關注多聚焦於任務領

導、關係領導，忽略了組織領導的複雜性與多元性。Bolman與Deal(2008)整理相關領導

文獻提出多元架構模式(four-frame model)的領導行為；包含結構取向(structural)、人群

資源取向(human resource)、政治取向(political)、象徵取向(symbolic)。結構取向的中心

概念是組織訂定管理規則，強調成員的角色任務，組織目標清楚，重視科技與環境的結

合。人群資源取向的中心概念是重視組織成員需求與人際關係的建立。政治取向的中心

概念是強調組織領導者的權力運用，透過協商妥協的手段，達到領導的效益。象徵取向

的中心概念是指建構組織的英雄故事，創造組織的價值、意義與儀式。若是就學校領導

的實際經驗來看，研究者在一次訪談某位資深校長的經驗中，他表示自己不僅會使用象

徵領導/以身作則做出績效，同時也會採用政治取向領導，運用權力影響教師投入於工

作，亦即使用多元群組(組合)的領導行為。Skinner(1969)在1969年曾經提出多元群組(組

合)的領導行為的概念，只不過Skinner所謂的多元群組領導是指：高工作高關係領導、

高工作低關係領導、低工作高關係領導、低工作低關係領導等4種型模。這顯然是不足

以含涉今日複雜的學校組織領導行為。本研究將依循Skinner領導群組的概念，並加上

一些文獻探討的指引，應用於建構本研究多元群組領導行為的基礎。 

     



綜合而言本研究將分別探討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調適領導、授權領導、結構取向領

導、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的效果。為了探討哪些領導行為

具有效果，研究者透過文獻尋找合適的效標變項。研究者探討相關文獻發現學校效能、

教師工作表現與組織承諾適於被作為效標變項。根據Avey、Palansk、Walumbwa(2011)；

Biswas(2009)；Cerit(2010)；Vacchio、Justin、Pearce(2008)等研究結果的建議，校長領

導行為關係著教師的工作表現與組織承諾。Smart(2003)的研究結果則發現領導行為與

學校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而且Snyder(1983: 32)指出評鑑學校成就，學校效能是重要

指標；Cerit(2010)也指出教師工作表現與教師的組織承諾，是學校成功與否的關鍵因

素。因此，本研究選擇學校效能(屬於綜合指標，意指學校效能是各種綜合表現)、教師

工作表現(因為由主任評估，可代表客觀指標)、組織承諾(由教師自評，可代表主觀指標)

作為檢驗校長領導行為的效標變項。 

    此外，跨國性領導行為之探討也是本研究重要焦點。Boehnke 等人(2003)指出目前

領導行為的理論，缺乏跨國性的理論建構，建議應進行跨國性的領導行為研究。本研究

依循著這個理路與思維期望進行跨國性領導行為之探討並檢驗其效果的差異性與相似

性，如此將能提高本研究結果的學術價值。研究者經過許多文獻分析後，決定選擇日本

進行跨國領導行為之探討，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1.有觀察研究指出：日本學校教育非

常精緻，教育品質相當良好，值得許多國家借鑑(The Nation, 2011)。2.Bartell 與

Willis(1987)的研究指出日本學校的成功，大多是在教學領導方面相當有成效；而且日

本組織文化中特別重視團隊取向(Ishikawa, 2012)；又因為團隊取向教學領導是本研究相

當重要的變項。臺灣雖然有許多學校正大力推行教學領導，不過尚未有豐富的研究成

果，如果能與日本進行比較，分別建立臺灣學校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關係模式，以及

日本學校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關係模式，將可以更加顯現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效果，

深化此領導行為的價值。3.日本與臺灣的學校文化都相當推崇孔子儒學(Chung, 2006)；
而且日本學校重視參與領導(Nobuyoshi, 1983)，臺灣的學校則較經常使用人群關係取向

領導(Chen＆Cheng, 2011)；因此之故兩國學校領導行為可能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4.研
究者與日本的教育學教授熟識，可以協助進行調查研究。綜合以上原因，本研究選擇日

本學校領導行為作為跨國比較的國家，並分別建構臺日兩國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領

導、多元領導與相關影響因素的關係模式，並探討兩國領導行為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總

而言之，本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臺灣、日本國中小學校中的領導行為，是否可建構出以 Glatthorn 等人; Uhl-Bien

等人; Bolman 與 Deal 之理論為基礎的領導行為，包含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領

導、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調適領導與授權領導。 

2.以多元廻歸分析分別建構臺灣、日本的學校領導行為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學校效能、

教師工作表現、組織承諾)的關係；同時擷取臺灣學校的資料，分析領導行為、學校效

能、教師工作表現、組織承諾的關係；以及擷取日本學校資料分析領導行為與相關影響

因素的關係。 

3.探討臺灣、日本領導行為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為了檢驗臺灣、日本學校領導行為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以及領導行為對於學校效

能、教師工作表現、組織承諾的關係，本研究之做法如下：第一階段運用過去團隊取向

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行為的研究成果，發展初步的學校領導行為問卷(包含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領導、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



調適領導與授權領導)。第二階段透過訪談蒐集 4 位校長、4 位教師所知覺的學校領導

行為的描述，修改前面文獻探討所編製的學校領導行為問卷。第三階段進行專家效度。

第四階段進行問卷調查，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領導、人

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調適領導與授權領導之因素分析、信

效度分析，進行各領導行為的信效度檢驗。第五階段以多元廻歸分析分別檢驗領導行為

是否對於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工作表現有影響力。第六階段以多元廻歸分析為基

礎的路徑分析分別檢驗各「領導行為」是否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影響模型。 

    透過本研究背景與目的的說明，研究者闡述了本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實用意義；以下

接著描述幾個本研究的重要名詞。 
二二..名名詞詞釋釋義義 
((一一))團團隊隊取取向向教教學學領領導導  

    本研究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team approach to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是指學校領導

者鼓勵部屬教學領導活動，並使得部屬在活動中帶入個人才能，使團隊發展更系統化的

教學計畫(Gletthorn ＆ Newberg, 1984)；同時，領導者也企圖建立有效的教學領導團隊

(Boehnke, Bontis, Distefano,＆Distefano, 2003)。具體的操作性定義是指本研究之團隊取

向教學領導問卷所得的分數代表校長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分數越高，代表教師知覺

到校長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越高。 
((二二))複複合合領領導導  
  複合領導行為被鑲嵌在相互影響的系統中，包含授權領導與調適領導；調適領導是

領導行為的調適，可提供知識的調整與行動的修正；授權領導授予部屬權限，使其投入

於工作中，使得組織知識與創造力更流動(Uhl-Bien et al, 2007)。具體的操作性定義是指

透過本研究之複合領導問卷所得的分數代表校長複合領導行為，分數越高，代表教師知

覺到校長複合領導行為越高。 
((三三))多多元元領領導導  

本研究所指的多元領導行為係根據 Bolman 與與 Deal(2008)領導行為的四個架構取向

(four-frame model)而來。這 4 個架構包含結構取向(structural)、人群資源取向(human 

resource)、政治取向(political)、象徵取向(symbolic)。結構取向的中心概念是組織訂定管

理規則，強調成員的角色任務，組織目標清楚，重視科技與環境的結合。人群資源取向

的中心概念是重視組織成員需求滿足與人際關係的建立。政治取向的中心概念是強調組

織領導者的權力運用，以及組織衝突與競爭的問題，需要透過協商妥協的手段，達到領

導的效益。象徵取向的中心概念是指建構組織的英雄故事，創造組織的價值、意義與儀

式。。具體的操作性定義是指在本研究之多元領導行為問卷上的得分代表多元領導行為，

得分越高表示教師知覺到校長的多元領導行為越高。 

((四四))學學校校效效能能  
    本研究的學校效能係指學生表現的效能、教職員工作滿意程度、學校與社區互動程

度、學校資源取得能力的效能等(Smart, 2003)。具體的操作性定義是指教師在本研究之

學校效能問卷上的得分代表學校效能，得分越高表示教師知覺學校效能越高。 
((五五))教教師師工工作作表表現現  
    教師工作表現(job performance)是指教師達成學校目標或價值的程度(Wang, 
2010)；也是達成學校教育任務之質與量的表現(Tsai, Chen, ＆ Cheng, 2009)。本研究包

含教師在行政工作與教學工作上的表現。具體的工作表現之操作性定義是指主任對於教

師在「工作表現問卷」之得分(評分)代表教師的工作表現，得分(評分)越高，表示教師



的工作表現越高。 
((六六))教教師師組組織織承承諾諾  

組織承諾是一種工作態度，代表個人希望與組織成員維持連結關係與認同組織目標

的態度(Robbins, 1993)。教師的組織承諾是指教師願意為任教學校努力付出，認同學校

目標，並願意繼續留任等承諾(Wang, 2010)。具體的操作性定義是指教師在本研究之組

織承諾問卷上的得分代表組織承諾，得分越高表示教師的組織承諾越高。 

貳貳..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2200 年年前前權權威威領導行為或許仍然盛行，但是，今日學校場域，權威領導行為已經式

微(Pan＆Chen, 2011)；現在學校場域中，價值多元，情境複雜，教師專業不斷提升，校

長對於教師的領導行為應有所調整((Chang, 2011))。。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發現 Avolio、

Walumbwa 與 Weber(2009)；Sentocnik 與 Rupar(2009)對於「未來的學校領導」有許多研

究建議，本研究計畫依循這些理論建議，進行應用研究，並進一步進行跨國領導行為的

探討比較，期望研究結果可提供學校行政實務參考，同時也能了解本研究之學校領導行

為的跨國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一一..未未來來的的學學校校領領導導//朝朝向向適適宜宜目目前前學學校校場場域域的的領領導導行行為為 
    教育改革浪潮之下，校長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與教師溝通觀念，接受家長陳情，許多

校長工作危機感越來越重，進而需要改變其原來的領導方式(Lin, 2005)。Pan 與

Chen(2011)認為校長領導正面臨許多挑戰與兩難，主要是教師自主意識的抬頭，以及校

長權威的式微。Sentocnik 與 Rupar(2009)在〈未來的學校領導〉的論文之中，也對於未

來組織領導有一個看法；他們認為校長的角色已經隨著時代價值觀念的演變，不再是學

校領導與決策的唯一決定者，未來的學校領導，應朝向團隊領導、領導責任分散。主要

的原因是學校場域逐漸顯現價值多元與複雜，未來領導行為應與這個趨勢相符。延續這

個理念，Avolio、Walumbwa 與 Weber(2009)在〈領導：最近的理論、研究與未來方向〉

一文，匯整近幾年組織領導的文獻、理論與實務，擬出未來組織領導的方向，這些未來

領導行為方向有朝向團隊取向、教學取向、授權取向、複合取向以及接納多元價值取向

的發展趨勢。 
二二..學學校校場場域域的的領領導導趨趨勢勢ⅠⅠ：：團團隊隊取取向向與與教教學學領領導導  

    McCoy(2011)、Chen(2011)認為校長領導正面臨許多挑戰與兩難，主要是教師自主

意識的抬頭，以及校長權威的式微，未來需要發展教學領導。Lin(2005)也認為教育改

革浪潮之下，校長需要更多時間與教師分享願景，並以教學領導為先。因此，Boehnke、

Bontis、Distefano 與 Distefano(2003)建議應建立有效的教學領導團隊。透過教學團隊領

導的過程，有助於學校成功(Hays, 1999; Vernon-Dotson, 2008)；這可能與教師最認同團

隊領導有關(Tsayang, 2011)。因為團隊領導有助於拉近校長與教師觀念的差距(Prather, 
Hartshorn, & McCreight, 1988)；或是團隊領導增加員工的自我價值與責任感(Jessup, 
1990)。 
    學校場域的領導主要在追求成功的領導，Lambert(2006)以質性研究探討成功的學

校領導主要是讓教師分享權威與責任，如此作法能使得教師提升自我價值以及想要促進

學校進步，提升教與學的成效。校長的分享權威與責任，即將教師組成團隊，決策亦由

團隊實施。Smith(2006)認為團隊工作是個人產生最好成果的方法，每位成員在團隊中領

導他人，也學習他人如何領導，不斷分享自己的知識，這樣的過程必然會較一人的知識

所產生的成果較好。Meyers、Meyers 與 Gelzheiser (2001)觀察 3 所學校的團隊運作，結

果發現校長支配性較高的團隊運作，組織生產力較低。因此，未來學校領導行為應降低

校長的支配性，提高校長與教師的合作性；重視教學領導與團隊領導。本研究合併為團



隊取向的教學領導。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team approach to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是指學校領導者准許部

屬教學領導活動，並使得部屬在活動中帶入個人才能，使團隊發展更系統化的教學計畫

(Gletthorn ＆ Newberg, 1984)。Glatthorn 與 Newberg 在 1984 年提出這個見解；他們認

為國中教學以分科為主，學科知識界線分明，校長似乎難以在各個分科領域上成為專業

的教學領導者，如果校長能把教學領導的角色，委予幾位各領域的專家教師，便形成團

隊取向的教學領導，或許如此學校效能會更高。國小教育場域雖然分科的界線沒有國中

那麼明顯，但是，國小校長擔任行政工作久了，教學專業經驗逐漸生疏，教師教學自主

意識也很強，如要進行教學領導，仍然會面臨困難。因此，Glatthorn 與 Newberg 的團

隊取向教學領導便是一項良好的選擇。 
    臺灣目前已知的文獻尚缺乏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探討。但是，日本的文獻中有許多

這方面的研究。例如日本的管理理論是以團隊合作為基礎的(Balazs, 2007)，這可視為團

隊取向領導的基礎；此外，日本校長也透過教學領導取得教師信任(Willis＆Bartell, 
1990)。因此，本研究選擇建立日本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資料，這不僅是因為日本過

去即有團隊領導上的特性，而且也因為日本重視教學領導。 
三三..學學校校場場域域的的領領導導趨趨勢勢ⅡⅡ：：複複合合的的學學校校系系統統與與複複合合領領導導  

假如一個組織是由個體所構成，它僅是複雜的(complicated)，假如在系統中，個體

間或個體與環境又時常發生互動，此時便是複合的(complex)(UUhhll--BBiieenn,,  MMaarriioonn,,＆＆
MMccKKeellvveeyy,,  22000077)。學校雖然由許多個體所組成，但是個體間經常發生互動，個體與環境

也時常有互動，因此學校是一個複合系統。在複合系統中，複合領導行為被鑲嵌在個體

相互影響中，這裡所謂的相互影響包含領導者的調適 (adaptive)行為與授權(entabing)行
為，亦即 UUhhll--BBiieenn 等等人人所所謂謂的的複合領導(UUhhll--BBiieenn  eett  aall,,  22000077)。在複合領導行為上，領

導者的角色從計劃者，轉變為促進者，促進資訊的流動，也促進領導行為的調適，以及

促進教師行為的調適(Weberg, 2012)。包含授權領導與調適領導；調適領導是領導行為

的調適，可提供知識的調整與行動的修正；授權領導授予部屬權限，使其投入於工作中，

使得組織知識與創造力更流動(Uhl-Bien et al, 2007)。 
    Weberg (2012)有關於複合領導的看法是：培育組織內在互動、增加網絡力量的領

導行為；Weberg 與 UUhhll--BBiieenn 等等人人對對於於複複合合領領導導的的看看法法都都認認同同複合領導行為被鑲嵌在個

體相互影響中，可以增加人際間產生網絡的力量，亦即有助於組織展現效能或有助於個

體有好的表現。 
四四..學學校校場場域域的的領領導導趨趨勢勢ⅢⅢ：：學學校校價價值值的的多多元元與與多多元元領領導導  

    學校是一個複雜的系統(Edge, 2012)；在複雜系統中，價值是多元的(Straton, 2006)。 

學校價值多元，校長如果想以一種領導行為，完成學校目標，勢必有所困難。因此，

Bolman 與與 Deal(2008)透過許多文獻的整理，建構了多元角度的領導行為，被稱為多元

架構領導。總計有 4個架構的領導行為包含結結構構取取向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

取向領導。Chen(2004)以臺灣 201 位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知覺校長常用的領

導行為包括：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以及象徵取向領導。結構取向的中心概

念是組織訂定管理規則，強調成員的角色任務，組織目標清楚，重視科技與環境的結合。

人群資源取向的中心概念是重視組織成員需求滿足與人際關係的建立。政治取向的中心

概念是強調組織領導者的權力運用，以及組織衝突與競爭的問題，需要透過協商妥協的

手段，達到領導的效益。象徵取向的中心概念是指建構組織的英雄故事，創造組織的價

值、意義與儀式。。綜合前述三種領導行為：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的

意涵，可彙整如下表 1。。  

  



表 1  團隊取向教學領導、複合領導、多元領導意涵彙整表 
領領導導行行

為為名名稱稱  

理理論論基基礎礎  內內涵涵層層面面  意意義義  

團團隊隊取取

向向教教學學

領領導導  

Gletthorn＆

Newberg 
(1984)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1.領導者鼓勵部屬教學領導活動  

22..鼓鼓勵勵部屬在活動中帶入個人才能  

33..團隊發展更系統化的教學計畫  

44..領導者企圖建立教學領導團隊  

複複合合  

領領導導  

Uhl-Bien 
et al(2007)  

調調適適領領導導  11.. 領導者面對阻力，會調整其行為，以達成目標為基礎  

22.. 領導者常有創意表現，雖令人意外但往好的方向發展  

3.領導者給成員感覺不斷學習成長  

授授權權領領導導  11..領領導導者者經常將可授權決定的事，明確授權  

22..領領導導者者對於有專長成員，便授權其主導活動  

33..領領導導者者鼓勵發揮創意意見，不輕易以個人意見主導  

多多元元領領

導導  

Bolman＆

Deal(2008) 
; Pekert＆
Sendjaya 
(2010:754)  

結結構構取取向向領領導導  11.. 領導者能有效規劃各層級單位任務  

22..領領導導者者重視組織目標達成  

33....領領導導者者經營重視訂定周詳的行政程序  

人人群群資資源源取取向向領領導導  11..領領導導者者能營造和諧氣氛  

22..領領導導者者能關懷成員 

33..領領導導者者能使個人需求與組織需求的平衡  

政政治治取取向向領領導導  11..領領導導者者能協調成員意見  

22..遇有重大事件，領導者能與成員協商  

33..領領導導者者能與成員建立同盟關係  

象象徵徵取取向向領領導導  11..領領導導者者透透過某些儀式傳達願景  

22..領領導導者者透過某些故事，傳達共同價值  

33..  領領導導者者可可凝聚具有分享的價值  

 
日本校長的領導重視象徵性領導、教學領導；例如 Bartell 與 Willis(1987)以訪談中

學校長的方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日本校長的象徵性領導的角色凸顯在教學品質上，日

本校長重視教學領導，信任教師表現。 
    近年也有研究者將多元領導的概念，應用於中國大陸的學校領導的研究，

Rongkun(2010)研究中國大陸的校長們常用的領導行為發現，校長們經常使用的領導行

為包括人際導向領導、權威領導、榜樣領導、民主領導、願景領導等。人際導向領導如

同 Bolman 與與 Deal(2008)領導理論的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權威領導如同結結構構取取向向領領導導；；

榜樣領導、願景領導如同象徵取向領導。另外，Hsieh 與 Chen(2011)的研究也顯示校長

常用的領導行為是：和諧人際關係、領導者權威維持、政治操作、形塑個人聲望等。

Lin(2005)的研究發現象徵性領導被高度重視。以上這些研究都與 Bolman 與與 Deal(2008)
多元領導理論相關；都是從多元取向領導行為來思考的。 
    但是，過去這些多元領導行為研究，似乎尚未從領導行為的多元組合來看，亦即校

長領導行為可能是多元組合的領導，而非僅施以一種領導行為。例如 Skinner(1969)在
1969 年曾經提出領導行為群組(pattern)(組合)的概念，本研究將加以應用，並深化在本

研究的基礎上。說明如下。 
 

五五..領領導導行行為為群群組組((組組合合))的的概概念念  

    Skinner(1969)在 1969 年提出一個領導群組(pattern)的概念。Skinner 所謂的領導群

組是指領導行為並非只有單一化，而可能是群組的出現，他當時所提出的群組包括：高

工作高關係領導、高工作低關係領導、低工作高關係領導、低工作低關係領導等 4 種群

組。Skinner 僅以工作導向領導與關係導向領導進行領導群組的探討，顯然是不足以含

涉今日複雜的學校領導行為。但是，Skinner 領導群組的概念卻值得繼續深化，本研究



因此參考 Avolio、Walumbwa 與 Weber(2009)；Sentocnik 與 Rupar(2009)對於「未來的學

校領導」的文獻，建構本研究多元群組的領導行為。 
    領導行為群組的建構以集群分析法進行，分別建構臺灣與日本的領導行為的集群，

每個集群等於是各種領導行為的群組(組合)；例如某一組合為高團隊取向教學領導,高人

群資源取向領導,高授權領導,中結構取向領導；某一組合為高政治取向領導,高調適領導,
中授權領導(如後面研究設計之圖 2)。如此，透過集群分析臺灣與日本的資料，本研究

可分別建立臺灣的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的群組(組合)與日本國中小領導行為的群組(組
合)，這也能夠檢視臺灣與日本國中小校長的領導行為群組(組合)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六六..跨跨國國性性的的領領導導行行為為探探討討：：臺臺灣灣與與日日本本領領導導行行為為的的相相似似性性與與差差異異性性  

    Horn 與 Cross(2009)以及 Lee、Roehl 與 Choe(2000)建議應有跨文化的研究，應建立

一個在不同文化下，仍然適用的管理與領導理論。本研究期望在建構符合價值多元性、

行為複雜性與教師專業性的教育場域的領導行為之外，也能進行跨國的領導行為檢驗，

以探討領導行為的跨國適用性、相似性與差異性。 
((一一))跨跨國國領領導導行行為為研研究究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組織若要成功，需要領導者有效的領導行為，但是許多領導理論的建構多以美國為

中心，缺乏全球性的、跨國性的理論建構(Boehnke, Bontis, DiStefano, ＆ DiStefano, 
2003)。Dimmock 與 Walker(2000)認為跨國比較是了解各國差異性最好的方式。一般而

言，日本人強調集體行為，團隊合作相當重要(Ishikawa, 2012)；臺灣關於學校(或組織)
團隊合作的研究尚未有足夠的研究探討，因此，本研究期望以領導行為為焦點來探討臺

日兩國在團隊取向領導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此外，Boehnke、Bontis、Distefano 與 Distefano(2003)認為探討成功領導行為是否

能跨越國家界線是很重要的議題，或是找出不同國家強調不同的領導行為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取向。本研究因此進行跨國家的領導行為探討。 
((二二))日日本本學學校校領領導導行行為為  

    1960 年代，日本經濟神話被世界重視，許多研究開始對於日本的管理理論感到興

趣(Balazs, 2007)；組織領導也是日本相當突出的成就之一(Ishikawa, 2012)。因此本研究

認為檢驗日本學校領導行為具有重要價值。 

    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發現日本的學校領導與管理理論，有幾點特性：1.市民選舉教

育行政管理者，教育行政管理者有充分的指揮權委派遷調校長與教師。2.社會文化重視

團隊精神，因此學校領導也重視人際關懷與合作。詳細說明如下。 

日本每個地方(縣)設有教育委員會承擔教育行政責任，負責監督管理領導該地方的

教育。教育委員會委員 5-6 人，由市民直接選出，任期 4 年。教育委員會指定縣教育執

行長(教育局長)，教育執行長負責縣教育行政與管理，以及校長、教師的人事指派與遷

調。每個市亦設有市教育委員會，其職責亦如縣教育委員會(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由此可見，日本教育行政對於校長的遷

調具有決定權，校長近似於派任制；反觀臺灣校長的遷調，已經改為聘任制。所以日本

學校校長主要是對於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委員會向市民負責；臺灣的校長，因為是聘

任制，主要是向家長負責，但是須接受遴選也受制於教師，教育行政單位也有監督之責。

兩國校長領導行為，因為制度的差異，或許領導行為也會有差異性。 
研究顯示日本學校領導重視人際關懷也重視其權威性；例如 Nobuyoshi(1983)發現

日本學校領導最合適的型式為參與型領導(participative style leadership)；但是此研究也

發現日本人的領導行為是在人性關懷與權威中，微妙平衡。亦即在結構取向領導與人群

資源取向領導中微妙平衡。臺灣學校領導行為也重視人際關懷行為(Chen＆Cheng, 



2011)，但是權威領導已經不多見。因此，臺灣與日本的學校領導在此方面也存有相似

性與差異性。 
    此外，日本領導的理論近年已有些許改變，例如傳統上認為日本組織總是以資深前

輩優先，但是有研究發現卻有 66.7%的人認為並非如此(Fukushige＆Spicer, 2007)。亦即

2007 年之後，日本學校領導行為也可能發生一些變化，可以再進行探討。 

((三三))臺臺日日社社會會文文化化與與學學校校領領導導  

    Ribbin 與 Zhang(2006)引述 Dimmock 對於社會文化的定義，認為社會文化是價值、

信念的組合。Ribbin 與 Zhang(2006)從傳統文化/孔子思想、經濟文化、與家族長文化來

探討社會文化。研究者也就上述三方面來分析臺日社會文化。1.孔子思想：臺日兩國均

重視孔子思想價值，Chung(2006)認為日本是極端重視孔子思想的國家。台灣則自詡為

中華文化傳承的地方，重視孔子思想是必然。2.經濟文化：日本企業重視員工的忠誠，

每一位員工被鑲嵌在相互遵從的網絡團隊裡，團隊精神很受重視，員工在團隊中循序晉

升(Nightingale, 1972)；台灣企業是否如日本企業那麼重視團隊尚無法做成定論。3.家族

長文化：Lang、Irby 與 Brown(2012)認為父權領導(家族長領導)是東亞國家共同的價值。

可想見臺灣、日本亦在父權領導的範圍內。因此，從社會文化來看，臺灣與日本的社會

文化也存在著相似性與差異性。 
    另外，日本人強調集體行為，團隊合作相當重要，日本團隊行為也是各國相當重視

的研究主題；日本的團隊行為與其效能被認為有關係(Ishikawa, 2012)。然而，強烈的集

體意識，團隊意識，也可能壓抑個人表現，不利於個人表現(Ishikawa, 2012)。結果如何？

本研究期望進行探討。 
((四四))臺臺日日校校長長的的任任用用與與領領導導行行為為的的關關係係  

    臺日校長任用方式不同，臺灣是聘任制度，日本採取派任制度(輪調)，這可能影響

校長領導的效能。例如 Markulis、Jassawalla 與 Sashittal(2006)研究不同團隊的領導行為

是否有不同的效能，結果顯示自然產生的領導者(emerging leader)是有效能的，但是輪

調的(rotating)與派任的(designated)領導者效能較高。臺灣中小學校長以遴選的方式產

生，較接近於自然產生的領導者，日本中小學校長由地方教育委員會指派(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因此，台灣、日本中小學校長

的領導效能可能也有差異性。 
    綜合以上，本研究認為進行跨國的領導行為檢驗，以及探討領導行為的跨國適用

性、相似性與差異性，具有學術上的價值與意義。 
 
七七..主主客客觀觀效效標標變變項項之之考考慮慮  

((一一))領領導導行行為為與與學學校校效效能能//綜綜合合性性效效標標變變項項  

    過去文獻顯示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影響(Prasertwattanakul＆Chan, 2007)。
Markulis、Jassawalla 與 Sashittal (2006)也支持領導與效能有相關。若是從不同領導行為

與學校效能的關係來看，也得到許多研究支持；日本的團隊行為與其效能被認為有關係

(Ishikawa, 2012)；Ishikawa 調查 122 位日本員工，結果發現團隊領導與團隊表現的相關

係數 r=.32。Smart(2003)以 1423 位大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支持複合領導行為與組織效

能有顯著相關。 
    另方面從台灣的研究結果來看，也支持領導與效能有相關。Chiou 與 Chang(2009)
研究發現台灣領導者與部屬的合作有利於服務品質滿意度；服務品質滿意便是學校效能

的指標之一。Chang、Chin 與 Hsu(2008)研究發現台灣校長的科技領導行為有助於學生

學習成果；學生學習成果是學校效能的指標之一。 
    學校效能是學校許多重要表現的綜合，本研究視為綜合指標。因為過去文獻顯示領



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影響，因此，研究者以學校效能當作檢驗領導行為的效標變

項。 

((二二))領領導導行行為為與與教教師師組組織織承承諾諾//主主觀觀性性效效標標變變項項          

    日本組織非常重視員工的忠誠與承諾，期望員工進入組織後，便能以此為終身職

志，他(她)的命運便能與組織聯繫在一起，因此，日本組織的用人方式，是選擇組織成

員的組織承諾較高的員工(Nightingale, 1972)。反觀臺灣對於組織忠誠與承諾的要求，則

進一步的研究較不充足。 

    領導行為與組織承諾的關係方面；Cerit(2010)以 563 位土耳其初等學校教師為對

象，研究結果顯示校長服務領導對於教師組織承諾具有正向的影響，校長分享領導對於

組織承諾的相關為 r=.72；校長個人關懷行為與組織承諾相關為 r=.76~.77。但是權威領

導與組織承諾有負影響(Cerit,2010:314)。此外，Hulpia、Devos、Keer(2010)以 1522 位

教師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指出分散領導可正向影響教師組織承諾(β=.068)。Vries、

Bakker-Pieper、Oostenveld 以荷蘭 279 位教育部員工為對象，研究指出工作導向領導與

群體承諾無顯著正向影響 (Vries, Bakker-Pieper, Oostenveld, 2010:375)。 

    組織承諾的評估是教師對於學校組織的主觀性承諾，本研究視為主觀指標。因為過

去文獻顯示領導行為與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因此，研究者以組織承諾當作檢驗領導行

為的效標變項。 

((三三))領領導導行行為為與與教教師師工工作作表表現現//客客觀觀性性效效標標變變項項  

    過去研究顯示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有顯著正影響關係(Chen＆Cheng, 2011)。
Meyers、Meyers 與 Gelzheiser (2001)進入教育現場，實施質性研究也發現較多支配性領

導行為的校長，學校出現較低的生產力；分享決定的領導行為，則教師表現較高的工作

投入。Pearce 與 Herbik (2004)的研究也顯示團隊領導對於教師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效果

(r=.51)。因此，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有顯著正相關，可以作為本研究之效標變項。 

    組織承諾由教師自陳，因為以主觀自陳方式填答者的態度，可能造成評分偏高的現

象。因此，檢驗本研究之領導行為時，若能夠適時置入客觀性指標，對於此一模領導行

為構念之形成與驗證，應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選擇將教師工作表現由教師的直

屬長官(學校的主任)來加以評分，這樣將有助於較為客觀地給予教師工作表現評分。因

此，本研究檢驗領導行為的效果時，便以主客觀性指標以及綜合指標為效標變項。亦即

本研究同時考慮主客觀評估指標與綜合評估指標(指學校效能是各種綜合表現)；主觀評

估指標為組織承諾，客觀評估指標為教師工作表現，綜合評估指標為學校效能。 
 
八八..組組織織承承諾諾與與教教師師工工作作表表現現  
    本研究關係模式中有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同時，過去研究顯示組織承諾對於

教師工作表現有正向影響。例如 Wang(2010)調查研究 500 位教師的研究顯示情感承諾

對於教師工作表現有積極正向的影響(r=.29 p<.05)。Cohen 與 Liu(2011)調查 192 位教會

學校教師，研究結果發現組織承諾正向影響教師角色表現。因此，為了使得本研究關係

模式有較佳的完整性，本研究亦檢驗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的關係。 
 

參參..研研究究設設計計與與實實施施  
    本研究關於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行為問卷的理論建構如下。包

含領導行為問卷之理論基礎與問卷問題(item)的發展、領導行為與相關影響變項之效果



檢驗(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工具、問卷的效度與信度之建構等進行說明。其次，

說明研究對象與抽樣、資料分析等。  

一一..本本研研究究各各領領導導行行為為之之理理論論基基礎礎與與發發展展架架構構  

    本研究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問卷主要參考 Gletthorn 與 Newberg(1984)的理論，以

及 Boehnke、Bontis、Distefano 與 Distefano(2003)的論述；複合領導問卷主要參考 Uhl-Bien 
等人(2007)的理論；多元型模領導行為問卷主要係根據 Bolman 與 Deal (2008)的研究而

發展，並參考 Pekert 與 Sendjaya (2010)、Day、Harris 與 Hadfield(2001)的名詞定義而編

定。下面(圖 1)介紹領導行為問卷之編製以及 item 之發展。以 SPSS 進行因素分析，信

度分析以探討領導行為因素構念的效度與信度；接著是領導行為與效標變項(學校效

能、組織承諾、工作表現)的關係模式檢驗。  

 

 
                             item 依據 Gletthorn 與 Newberg(1984)以及參考 

                                      Boehnke、Bontis、Distefano 與 Distefano(2003) 

                             Item      依據 Bolman ＆Deal (2008) 以及參考李佳穎 

                                        (2010:15-17) 

                             Item      依據 Bolman ＆Deal (2008) 以及參考李佳穎 

                                        (2010:15-17)                         

                             Item      依據 Bolman ＆Deal (2008) 以及參考李佳穎 

                                        (2010:15-17) 

                             item      依據 Bolman ＆Deal (2008) 以及參考李佳穎 

                                        (2010:15-17) 

                              
                             依據 Uhl-Bien 等人(2007)的定義修訂 

                                        

                                       依據 Uhl-Bien 等人(2007)的定義修訂 

 

             圖 1：團隊取向教學、複合、多元領導行為問卷之發展概念 

  

 
二二..研研究究架架構構//本本研研究究關關係係模模式式檢檢驗驗  

本研究架構包含分析臺灣與日本的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本研究都將分別分析臺灣

與日本領導行為，以蒐集兩國校長的領導行為之結構，包含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

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調適領導、授權領導。因此，本研究可以獲

得臺灣、日本兩國國中小學中的領導行為結構。 

    本研究計劃建構日本與臺灣的領導行為及其領導行為群組的效果，以學校效能、教

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當作效標變項；透過多元廻歸分析，分析領導行為及其領導行為

群組與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的影響 (如圖 2)。此外，本研究根據多元廻

歸分析結果，分析不同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的關係模式，以

建立本研究之關係模式 (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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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研究究假假設設 

H1: 臺灣國中小學校中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領導、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政

治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具有信效度。 

H1-1: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調適領 

  導、授權領導行為對於學校效能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1-2: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調適領 

  導、授權領導行為對於教師組織承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1-3: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調適領 

      導、授權領導行為對於教師工作表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1-4:臺灣國中小學校中的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2: 臺灣國中小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

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等領導行為可被分析為許多「集群」(或是組合)。 

H2-1:臺灣國中小學不同群組領導行為可預測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教師工作表現。 

H3: 日本國中小學校中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 

    象徵取向、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具有信效度。 

H3-1:日本國中小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 

     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對於學校效能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3-2:日本國中小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 

     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對於教師組織承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3-3:日本國中小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 

     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對於教師工作表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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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研究之關係模式圖(註:H1 為假設 1,H2 為假設 2,其餘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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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4:日本國中小學校中的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四四..領領導導行行為為問問卷卷 iiittteeemmm 的的的訪訪訪談談談與與與資資資料料料分分分析析析  

    本研究領導行為問卷除了透過文獻探討蒐集之外，也進行訪談以蒐集問卷的 item，

訪談國中小校長與教師對於學校領導行為的知覺，並與文獻探討所得的團隊取向教學領

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調適領導、授權領導行為初步問

卷相互對照與修正，並依循下列程序進行。 

1.訪談對象：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國中小校長與教師。選取訪談對象時，以台灣北/

中/南/東等地區分層，分別實地訪談校長與教師各 4位(總計 8 位)，關於校長領導行為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調適領導、授

權領導行為)的內容與意見。日本的訪談對象以東北大學教育科教授 2人、國中小校長

各 1人。 

2.訪談程序：有 4個研究程序(1)擬定訪談大綱。(2)前導性訪談。(3)聯絡與正式

訪談。(4)訪談後立即寫逐字稿，以利文字稿之確實性(張德銳、丁一顧、簡賢昌，2005)。 

    3.訪談問題：訪談問題為，請問「就您個人觀點，您認為校長領導行為應包含哪些

內涵或指標？」。另外，請問「就您個人觀點，您認為一個優良的校長領導行為，應有

哪些內容?」。 

    4.資料分析：本研究採取下面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對於訪談錄音資料，先經過轉

譯為文字，再將資料歸納，將屬性相同者歸為一類，界定概念名稱。資料命名歸類後由

研究小組檢核，彼此同意之後，再由研究者檢視、調整與定稿(黃宗顯、鄭明宗，2008)。

訪談結束之後，立即謄寫逐字稿，並將受訪者的語文及非語文訊息紀錄。為了有助於研

究者重回訪談情境，在逐字稿旁邊預留空白，可記錄受訪者談話的含意(張德銳等，

2005；蘇美麗，2006：57)。 

    5.資料信效度：本研究為取得訪談資料的信效度，採用蘇美麗(2006：57)建議的方

法，根據 Linclon 與 Guba 所提出的四個信效度指標為基礎：可靠性 (dependability)、可

確證性(confirmability)、可信賴性(credibility)、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是指謄

寫逐字稿時，每次訪談後立刻紀錄，並與受訪者確認訪談內容。可確證性是說，訪談後

反省檢討缺失，排除偏見。可信賴性是說：研究人員廣闊閱讀質性研究方法，降低受訪

者緊張與壓力，並取許多資料相互比對。可遷移性是指詳細閱讀受訪者的詮釋，以確定

結果的可類推性。同時，本研究資料的信度，採取訪談訓練與練習，先選取一位校長進

行前導性訪談，作為訪談訓練、資料編碼技術的訓練(張德銳等，2005)。效度方面：(1)

讓受訪者修正結果並確認。(2)聯繫與訪談進行由同一位訪員，增加信任感。(3)三角檢

定，利用教師、校長對於受訪觀點交叉比對，以增加研究結果的可靠與有效性(張德銳

等，2005)。  

  

五五..研研究究對對象象  

((一一))臺臺灣灣  

本研究對象第一部分為台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 公私立國中、公私立小學。本研

究小學之抽樣，為了使研究結果能夠類推至全台灣地區，因此以全國性的抽樣，並實施

叢集隨機抽樣。學校分層的方式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佈的台灣地區區域標準分類。

將台灣地區的區域分為四類，包含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等四個分



層。北部地區包含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台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等。中

部地區包含台中市、台中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南部地區包含高雄

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縣、嘉義縣、台南縣、屏東縣、澎湖縣等。東部地區包含台

東縣、花蓮縣等。 

本研究以四個區域作為分層依據，在分層的抽樣中，先考慮各分層區域的教師數，

再依據各區域教師之比率進行抽樣。 

本研究決定抽取國小全體樣本的 2％。以教育部所公佈的資料，100 學年度國小教

師總數為 93549 人。93549 人抽取 2％，則為 1870 人 (93549＊2％＝1870 人)。前述抽

樣人數確定之後，再根據本研究需要抽樣的國小教師數，分別乘以北中南東四區教師的

比率之後，獲得各區域教師應抽樣的人數。因此，國小教師的抽樣部分，北部地區國小

總計 44060 人，約佔全國 47％，因為國小抽樣總數為 1870 人，所以國小抽樣總數 1870

人＊47％＝879 人，此為北部地區國小抽樣數；中部地區國小 25808 人，約佔 28%，國

小抽樣總數 1870＊28％＝524 人，此為中部地區國小抽樣數；根據以上方法南部地區國

小抽樣總數 411 人；東部地區國小抽樣總數 56 人。國中樣本抽樣如下，北部 459 人、

中部 283 人、南部 205 人、東部 29 人；國中總計 976 人。因此，國中小總計抽樣 2846

人(如表 2)。問卷回收後，剃除填答品質不佳的無效問卷，共獲得有效問卷 2245 份，回

收率為 79%。 

 

表 2  國中國小教師抽樣資料 

類別 地區分類 教師總數 占全國之百分比 預計抽樣數(2％) 

  

  

國小 

  

  

全國總數 93549 100% 1870 

北部地區 44060 47% 879  

中部地區 25808 28% 524  

南部地區 20209 22% 411  

東部地區 3472 3% 56  

合計  －  －  － 總抽樣數：1870 

  

  

國中 

  

  

全國總數 48819 100% 976  

北部地區 22751 47% 459  

中部地區 13918 29% 283  

南部地區 10437 21% 205 

東部地區 1713 3% 29  

合計  －  －  － 總抽樣數：976 

(單位：人)   註：根據教育部 100 學年度全國國中小學教師資料製作 

 

((二二))日日本本 

    本研究對象第二部分為日本公私立國中、小學。由於在日本要進行問卷調查必須經

過地方教育委員會的同意，因此，有技術上的困難。為了調查研究得以順利進行，因此，

跨國蒐集資料必須有當地教授的協助與支持。研究者是日本東北地區教育學會會員，與

日本東北大學的教授熟識，例如東北大學教育科宮腰英一教授、佐藤幹男教授；因此決



定以日本東北地區為問卷調查的區域。 

    日本東北地區主要為宮城縣、岩手縣與青森縣，仙台市為東北地區最大城市，也是

日本第三大城市，人口與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相仿，約 200 萬人。本研究計畫以叢

集抽樣方式，針對日本東北地區國中小學進行抽樣(如表 3)；宮城縣、岩手縣與青森縣

各抽取 120 校，總計國中小抽取 360 名教師。問卷回收後，剃除填答品質不佳的無效問

卷，共獲得有效問卷 196 份，回收率為 54%。 

 
表 3  日本國中國小教師抽樣資料 

類

別 
地區分類 抽樣學校數(校) 每校抽樣數(人) 抽樣數(人) 

國

小 
宮城縣 20 3 60 

岩手縣 20 3 60 

青森縣 20 3 60 

國

中 
宮城縣 20 3 60 

岩手縣 20 3 60 

青森縣 20 3 60 

抽樣總教師數 120(校) 360(人) 360(人) 
   

六六..研研究究工工具具 
(一)團隊取向教學領導 

    本研究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問卷根據 Gletthorn 與 Newberg(1984)的定義進行編

製；這些定義包含學校領導者鼓勵部屬教學領導活動，並使得部屬在活動中帶入個人才

能，使團隊發展更系統化的教學計畫；同時，領導者也企圖建立有效的教學領導團隊。

同時，本研究也進行訪談教師，以蒐集教學場域中更多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問題。問卷

題目編製舉例如下：1.「本校校長鼓勵資深專業教師組成教學團隊，許多教學領導活動

授予資深專業教師來帶領」。2.「本校校長鼓勵教師將個人專長帶入學校教學活動中，

並給予必要的支援」。3.「校長推動學校建立教學團隊」。4. 「校長支持學校許多教學計

畫由教學團隊主導」。各題皆以五點量表來進行測量，選項為「非常符合」、「符合」、「還

算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統計因

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如下表 4 與表 5，信效度良好。 

 

表4  台灣國中小學校團隊取向教學領導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團隊取向

教學領導 

共同性 

f3校長推動學校建立教學團隊 .879 .773 

4校長支持學校許多教學計畫由教學團隊主導 .878 .771 

2本校校長鼓勵教師將個人專長帶入學校教學活動中，並給予必要的支援 .862 .744 

1本校校長授予資深專業教師進行教學領導 .826 .682 

特徵值λ 2.969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74.223  

累計百分比 74.223  

信度α .883  



表5  日本國中小學校團隊取向教學領導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團隊取向

教學領導 

共同性 

f3校長推動學校建立教學團隊 .922 .851 

4校長支持學校許多教學計畫由教學團隊主導 .911 .830 

2本校校長鼓勵教師將個人專長帶入學校教學活動中，並給予必要的支援 .891 .793 

1本校校長授予資深專業教師進行教學領導 .861 .741 

特徵值λ 3.215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80.373  

累計百分比 80.373  

信度α .918  

 

(二)複合領導行為問卷 

    複合領導行為問卷根據 Uhl-Bien 等人(2007)的定義加以發展，包含授權領導與調適

領導。調適領導題目編擬例如：1.「校長領導學校發展，面對阻力，會調整其行為，以

達成目標為基礎」。2.「校長領導行為常有創意的調整，雖令人意外但是往好的方向發

展」。3.「校長的領導給教師感覺不斷學習與成長」。授權領導題目編擬例如：1.「校長

經常將可授權主任或資深教師決定的事，明確授權」。2.「校長對於某項教育活動如學

校有此專長教師，便授權專長教師主導活動規劃」。3.「校長主持會議時總是鼓勵教師

發揮創意，不輕易以個人意見主導」。各題皆以五點量表來進行測量，選項為「非常符

合」、「符合」、「還算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

分、1分。統計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如下表 6 與表 7，信效度良好。 

 
表6  台灣國中小學校複合式領導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複合領導 共同性 

f8校長與時俱進，對於不適宜的規定，適時加以修改 .874 .765 

12校長授權讓各處室主任與教師，可以放心規劃活動 .862 .743 

9本校校長經常將可授權主任決定的事，明確授權 .859 .738 

11校長鼓勵教師發揮創意，不輕易以校長意見主導學校活動 .859 .738 

10校長對於有專長的教師，當他辦理活動時便授權其主導活動 .849 .721 

5本校校長面對阻力，會調整其行為，以達成教師期望的目標為最高原則 .848 .720 

7校長讓教師感覺到校長不斷學習與成長 .836 .698 

6校長常有創意表現，雖令人意外但總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816 .665 

特徵值λ 5.789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72.363  

累計百分比 72.363  

信度α .945  

 

表7  日本國中小學校複合式領導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複合領導 共同性 

f5本校校長面對阻力，會調整其行為，以達成教師期望的目標為最高原則 .885 .783

12校長授權讓各處室主任與教師，可以放心規劃活動 .877 .769



10校長對於有專長的教師，當他辦理活動時便授權其主導活動 .872 .761

8校長與時俱進，對於不適宜的規定，適時加以修改 .862 .744

11校長鼓勵教師發揮創意，不輕易以校長意見主導學校活動 .823 .678

7校長讓教師感覺到校長不斷學習與成長 .813 .661

9本校校長經常將可授權主任決定的事，明確授權 .795 .632

6校長常有創意表現，雖令人意外但總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790 .624

特徵值λ 5.650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70.630 

累計百分比 70.630 

信度α .940 

 
(三)多元領導行為問卷 

    本研究之多元領導行為問卷之編定，主要參考 Bolman 與 Deal(2008)的多元領導策

略的概念而編定；並參酌李佳穎(2010:15-17)、Pekert 與 Sendjaya (2010:754)的名詞定義

與 Day 等(2001:43)的概念而編定。內容區分為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

象徵取向等 4 種多元領導行為。 

    結構取向題目編定如下：「校長能有效規劃各處室任務」、「校長非常重視達成學校

目標」、「校長經營校務重視訂定周詳的行政程序」。人群資源取向編定題目如下：「校長

能營造和諧氣氛」、「校長能使教師需求與組織需求獲得平衡滿足」、「校長能關懷教師」。

政治取向編定題目如下：「校長能協調教師意見」、「遇有重大事件，校長能與教師協商」、

「校長能與教師建立同盟關係」。象徵取向編題目如下：「校長能透過學校某些儀式傳達

學校願景」、「校長能透過學校某些故事，傳達學校共同價值」、「校長能凝聚學校具有分

享的價值」。各題皆以五點量表來進行測量，選項為「非常符合」、「符合」、「還算符合」、

「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統計因素分析與

信度分析結果如下表 8 與表 9，信效度良好。 

    表 8 顯示台灣的多元領導可歸為三個因素: 人群政治領導、結構領導、象徵領導。

而日本的多元領導則為兩個因素: 人群政治領導、結構象徵領導(見表 9)。為了便於比

較分析，研究者比照日本的結果，而將台灣的結構領導與象徵領導合併，成為結構象徵

領導。故本研究之多元領導包含人群政治領導與結構象徵領導兩類領導行為。 

 

表8  台灣國中小學校多元領導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人群政治

領導 結構領導 象徵領導 

共同性 

e8校長能廣納教師意見 .945 -.025 -.001 .866

6校長能關注教師的需求 .882 .074 -.017 .841

9校長總是以協商方式協調行政人員與教師的意見 .882 .002 .034 .815

7校長能關懷教師 .874 .112 -.069 .816

5校長能營造和諧氣氛 .873 .088 -.042 .814

10遇有重大事件，無法達成共識，校長能與教師妥協 .858 -.157 .131 .732

4校長非常重視學校各項表現 -.073 .916 .037 .799

2校長非常重視達成學校設定的目標 .061 .871 .004 .827

3校長經營校務重視訂定周詳的行政程序 .168 .721 .082 .768



14校長能透過敘說學校某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傳達學校價值 -.006 -.036 .961 .883

13校長能維護學校重要儀式以傳達學校未來願景 .080 .250 .663 .758

特徵值λ 6.988 1.208 .725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63.524 10.979 6.591 

累計百分比 63.524 74.502 81.094 

信度α .941  

 

表9  日本國中小學校多元領導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人群政治領導 結構象徵領導 共同性 

e8校長能廣納教師意見 .986 -.067 .893

5校長能營造和諧氣氛 .947 -.042 .847

7校長能關懷教師 .911 .000 .831

6校長能關注教師的需求 .892 .026 .827

9校長總是以協商方式協調行政人員與教師的意見 .856 .053 .794

10遇有重大事件，無法達成共識，校長能與教師妥協 .637 .243 .664

14校長能透過敘說學校某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傳達學校價值 -.158 .887 .632

4校長非常重視學校各項表現 .100 .774 .708

3校長經營校務重視訂定周詳的行政程序 .172 .766 .785

2校長非常重視達成學校設定的目標 .347 .585 .723

13校長能維護學校重要儀式以傳達學校未來願景 .423 .542 .767

特徵值λ 7.447 1.025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67.696 9.314 

累計百分比 67.696 77.010 

信度α .950  

 

(四)學校效能問卷(4) 

    學校效能問卷參考 Scheerens、Vermeulen 與 Pelgrum(1989)學校效能的內涵，以及

參考 Smart(2003)學校效能問卷加以修定，此問卷信效度良好。包括學生教育滿意度、

學生成就、教職員滿意度、教職員專業、社區互動、資源取得能力、安全環境與優質設

備等。學生教育滿意度是指學生滿意其目前教育經驗。學生成就是指學業成就、個人向

上發展的情況。教職員滿意度是指教職員工作滿意情形。教職員專業是指教職員專業程

度、證照。社區互動是指學校與社區互動關係。資源取得能力是指學校從外部環境可取

得的資源情形。安全環境與優質設備是指學校所提供的環境讓人感覺安全，且設備良好

有助於教學成效。 
    學生教育滿意度編寫題目如下：1.「本校學生對於學校安排的教學活動是滿意的」。

2.「本校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是滿意的」。學生成就編寫題目如下：1.「本校學生在教師

指導下學業成就良好」。2.「本校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畢業後學業表現良好」。教職員滿意

度編寫題目如下：1.「本校教職員對於學校工作是滿意的」。2.「本校教職員對於學校環

境是滿意的」。教職員專業編寫題目如下：1.「本校教職員具有良好的專業水準」。2.「本

校教職員擁有豐富的專業證照」。社區互動編寫題目如下：1.「本校與社區互動良好」。

2.「本校與社區重要人士有良好的交情」。資源取得能力編寫題目如下：1.「本校經常能

獲得社會資源的挹注」。2.「本校經常運用社會資源協助教學」。安全環境與優質設備編

寫題目如下：1.「本校環境讓人感覺是安全的」。2.「本校設備良好且有助於教學成效」。



各題皆以五點量表來進行測量，選項為「非常符合」、「符合」、「還算符合」、「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統計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

果如下表 10 與表 11，信效度良好。 

    表 10 顯示台灣的學校效能可歸為四個因素: 學生滿意與表現、社區資源、教師專

業、環境設備。而日本的學校效能則為五個因素: 學生滿意、學生表現、社區資源、教

師專業、環境設備(見表 11)。為了便於比較分析，研究者將日本的學生滿意與學生表現

兩類因素合併稱為學生滿意與表現。故本研究之學校效能包含學生滿意與表現、社區資

源、教師專業、環境設備等四項內涵。 

 

表10  台灣國中小學校學校效能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學生滿意

與表現 社區資源 教師專業

環境設備 共同性 

h5. 本校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學業成就良好 .858 -.043 -.021 -.036 .720

h6. 本校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畢業後學業表現良好 .858 -.065 -.007 -.010 .694

7.本校學生成績優於鄰近其他學校 .768 -.027 -.123 -.102 .569

3.本校學生認為本校教育品質良好 .760 .039 .134 .001 .740

2. 本校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是滿意的 .731 .087 .193 .102 .700

4.本校學生感覺本校是一所好的學校 .720 .054 .074 -.099 .729

1. 本校學生對於學校安排的教學活動是滿意的 .633 .192 .128 .072 .597

17. 本校經常能獲得社會資源的挹注 -.053 .941 .026 .027 .832

18. 本校經常運用社會資源協助教學 -.030 .909 .031 -.018 .843

19.本校行政人員能經常從外部環境取得資源 -.009 .869 .028 -.050 .822

20.本校行政人員獲得家長大力的經費支援 .216 .593 -.123 -.126 .565

14. 本校教職員都擁有教師專業證照或是工作證照 -.067 .019 .867 -.014 .714

15.本校教職員通曉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能 .044 -.006 .859 -.050 .824

16.本校教職員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073 .010 .803 -.046 .765

13. 本校教職員具有良好的專業水準 .142 -.001 .709 -.086 .715

26. 本校設備良好且有助於教學成效 -.021 .028 .005 -.895 .816

27.本校的環境安全讓教師與家長都放心 -.006 .005 .072 -.865 .814

28.本校提供先進教學設備，提高教師教學的質與量。 .024 .043 -.036 -.826 .720

h25. 本校環境讓人感覺是安全的 .022 -.006 .085 -.799 .728

特徵值λ 9.546 2.034 1.306 1.020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50.243 10.705 6.874 67.823 

累計百分比 50.243 60.949 5.371 73.193 

信度α .942  

 

表11  日本國中小學校學校效能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學生滿

意 

教師專

業 

環境設

備 

社區資

源 

學生表

現 

共同性

h2.本校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是滿意的 .902 -.027 -.054 -.005 -.025 .830

1.本校學生對於學校安排的教學活動是滿意的 .800 .152 -.045 .024 .023 .781



4.本校學生感覺本校是一所好的學校 .732 -.034 -.050 -.066 .132 .677

3.本校學生認為本校教育品質良好 .709 .100 -.092 -.046 .125 .751

15.本校教職員通曉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能 .091 .895 .069 -.094 -.047 .862

14.本校教職員都擁有教師專業證照或是工作證照 .016 .845 -.040 .178 -.031 .651

16.本校教職員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096 .745 -.106 -.216 .004 .763

13.本校教職員具有良好的專業水準 .062 .713 .003 -.106 .122 .681

26.本校設備良好且有助於教學成效 -.064 .020 -.954 .034 -.056 .830

27.本校的環境安全讓教師與家長都放心 .031 -.005 -.905 -.022 .013 .862

25.本校環境讓人感覺是安全的 .036 .076 -.881 .118 -.018 .795

28.本校提供先進教學設備，提高教師教學的質與量 .142 -.106 -.728 -.172 .024 .703

20.本校行政人員獲得家長大力的經費支援 .156 .043 .015 -.769 -.309 .668

19.本校行政人員能經常從外部環境取得資源 .197 .104 -.041 -.727 .034 .779

18.本校經常運用社會資源協助教學 -.148 .077 -.141 -.666 .387 .781

17.本校經常能獲得社會資源的挹注 -.131 .184 -.151 -.641 .335 .812

7.本校學生成績優於鄰近其他學校 .021 .031 -.007 .061 .778 .617

5.本校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學業成就良好 .344 -.014 -.013 -.039 .677 .762

h6.本校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畢業後學業表現良好 .304 .083 -.059 -.065 .597 .707

特徵值λ 8.344 2.057 1.621 1.204 1.086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43.918 10.828 8.530 6.335 5.716 

累計百分比 43.918 54.746 63.276 69.612 75.328 

信度α .922   

 

(五)教師組織承諾 

    有關本項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問卷，本研究參考 Wang(2010)教師組

織承諾的內涵，教師組織承諾是指教師願意為任教學校努力付出，認同學校目標，並願

意繼續留任等承諾，亦即努力承諾、留職承諾。組織承諾的 item 編寫內容大致如下：「我

真的感覺學校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未曾打算離開本校到他校服務，因為我對這裡

的人有責任」；「我願意在行動上為學校付出更多的努力」。各題皆以五點量表來進行測

量，選項為「非常符合」、「符合」、「還算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統計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如下表 12 與表 13，信效

度良好。 

 

表12  台灣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諾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共同性 

d9我願意在行動上為學校付出更多的努力 .882 .032 .809 

11我努力配合學校相關的教育活動 .881 -.049 .729 

10我對於有助於學校績效的工作都願意協助配合 .867 .005 .756 

8下班時間我仍願意付出更多時間 .784 .018 .630 

14學校環境優質沒有理由需要離開到他校服務 -.046 .955 .865 

13我未曾打算離開學校到他校服務，因為我對這裡的人有責任 -.027 .937 .851 



12學校是值得我繼續留下打拼的學校 .380 .587 .740 

特徵值λ 4.351 1.031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62.151 14.727  

累計百分比 62.151 76.878  

信度α .891   

 

表13  日本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諾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共同性 

d9我願意在行動上為學校付出更多的努力 .920 -.088 .777 

10我對於有助於學校績效的工作都願意協助配合 .911 -.041 .796 

11我努力配合學校相關的教育活動 .892 -.007 .790 

8下班時間我仍願意付出更多時間 .521 .163 .378 

13我未曾打算離開學校到他校服務，因為我對這裡的人有責任 -.053 .912 .789 

14學校環境優質沒有理由需要離開到他校服務 .000 .874 .763 

12學校是值得我繼續留下打拼的學校 .459 .550 .750 

特徵值λ 3.912 1.131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55.891 16.156  

累計百分比 55.891 72.047  

信度α .854   

 

(六)教師工作表現 

    教師工作表現是教師專業能力的效能感(蔡進雄，2006:110)。本研究參考 Vecchio、

Justin、Pearce(2008:73)；Tsai、Chen、Cheng(2009:212)的題目而編定。因為由主任評估，

測量工作表現的題目如下：「所有的事都考慮之後，我喜歡這位教師的表現」、「教師的

工作表現程度已經達到我的希望」「教師已經實現他應有的角色責任」。各題皆以五點量

表來進行測量，選項為「非常符合」、「符合」、「還算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分別給予 5分、4分、3分、2分、1分。本項量表因為測量的是教師的工作表現，因此

由教師所兼辦行政工作的主任來填寫，可代表教師工作表現的客觀指標。統計因素分析

與信度分析結果如下表 14 與表 15，信效度良好。 

 

表14  台灣國中小學校教師工作表現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工作表現 共同性 

d2我的工作表現程度已經達到我的期望 .872 .760 

3我已經達到個人應有的角色責任 .858 .736 

1所有的事都納入評估之後，我的工作表現良好 .845 .715 

特徵值λ 2.211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73.697  

累計百分比 73.697  

信度α .821  

 

 

 

 



表15  日本國中小學校教師工作表現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工作表現 共同性 

d1所有的事都納入評估之後，我的工作表現良好 .908 .824 

2我的工作表現程度已經達到我的期望 .905 .820 

3我已經達到個人應有的角色責任 .826 .683 

特徵值λ 2.327  

佔總變異之百分比 77.553  

累計百分比 77.553  

信度α .855  

 

七七..問問卷卷施施測測  

((一一))問問卷卷之之再再定定義義((專專家家效效度度))    

    根據上述過程進行問卷之發展後，本研究並計畫邀請幾位學者專家針對初稿的問卷

內容進行專家效度評鑑。預計尋求 2 位校長、2 位國小教師、2 位國中教師、2 位大學

任教問卷調查之教授，共同參與問卷的修訂。問卷修訂時，同時也是對於 item 的內容

再次確認其內容效度。 

當 item 再次確認後，本研究的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領導、多元領導行為問卷

及其他問卷也就算正式完成。接著是預試、正式施測、研究對象、與信效度之檢驗以及

研究架構模式影響力的檢驗。說明如下。 

((二二))預預試試  

    依據上述 item 之問題界定，進行預試問卷的編製後，隨即進行預試。預試分為二

個部分，(1).本研究之領導行為問卷之編定，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問卷根據 Gletthorn 與

Newberg(1984)的定義進行編製；複合領導行為問卷根據 Uhl-Bien 等人(2007)的定義加

以發展；多元領導之結構取向、人群資源取向、政治取向、象徵取向的問題主要參考

Bolman 與 Deal 的多元領導策略的概念而編定；並結合實地訪談資料而訂。(2).其他各

項問卷(如學校效能、組織承諾、工作表現問卷)的 item 建立係根據過去文獻加以改編而

來，改編之後，即進行預試。 

預試樣本以立意抽樣方式抽取公私立小學、公私立國中各一所學校，總計 4 所學校

教師，約 100 人。 

((三三))正正式式施施測測  

    本研究正式資料收集方式如下，首先經過叢集隨機抽樣後，聯絡各抽樣的學校主

任，以尋求學校主任協助教師工作表現之評估以及發放領導行為問卷、學校效能、組織

承諾問卷之施測。教師工作表現問卷請求主任給予個別教師一一評估其教師工作表現，

領導行為、學校效能、組織承諾則發給教師填寫。俟聯絡並取得同意後，即以郵寄問卷

方式寄出。問卷寄出約 10 天，研究者並輔以電話聯絡抽樣學校的主任，以便了解施測

當中是否有問題需要說明與解決。經過聯繫，排除問題後繼續施測直到完成施測，並寄

回問卷。預計本研究正式問卷發出的時間為 103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回收時間為 103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0 日。  

  

八八..研研究究工工具具信信效效度度分分析析  

    本研究之建構效度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並以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進行



量表的信度分析，以 Cronbach Alpha 信度係數加以檢視問卷的信度。 

  

九九..資資料料分分析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方法包括信效度分析、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以及路徑分析。

以建立測量問卷題目之信效度，分析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的

影響關係。 

 

肆肆..研研究究結結果果  
一、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分析 
(一)臺灣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表16是台灣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對學校效能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所分析的領導行為

包括四種: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人群政治型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

而學校效能亦包括四個向度: 學生滿意與表現、教師專業、環境設備、以及社區資源。

根據表1的統計數據可知，就學生滿意度與表現而言，影響力達到顯著水準(p<.05)的領

導行為包括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由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值的正負符號與數值大小可知，校長採用這三種領導行為，將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滿

意度與學習表現；其中又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的效果最好(Beta值為.233)，其次是結

構象徵型領導行為。 

教師專業表現與學生滿意與表現的統計結果相當類似，也是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

合式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這三類領導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校長採用這三

類領導行為皆能促進教師專業表現，而且也是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的效果最好。至

於另外兩項學校效能指標: 環境設備與社區資源，這兩項統計結果也很類似，都是團隊

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這三類領導行為的正向影響達到顯著

水準，而影響力最強的領導行為是複合式領導行為。 

綜上所述，台灣的國中小校長若欲提升學生滿意與表現，以及教師專業表現，採用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最具效果；若欲提高環境設備、社區資源等學校效能，則採用複

合式領導最具效果；至於人群政治領導行為，對於學校效能則無顯著的助益。 

 

表16  台灣國中小校長領導行為對學校效能迴歸分析摘要表 

 學生滿意與表現 教師專業 環境設備 社區資源 

 B β B β B β B β

團隊取向教

學領導 
.325 .233* .155 .187* .158 .173* .151 .148*

複合領導 .101 .146* .063 .152* .094 .207* .126 .248*

人群政治 .033 .039 .025 .050 .028 .051 .009 .014

結構象徵 .242 .200* .131 .182* .148 .187* .156 .177*

常數 12.547  8.302 6.636 5.269 

樣本數 2152  2164 2153 2153 



R² .315  .267 .313 .287 

F 值 246.513*  196.883* 245.131* 216.430* 

*表示 p<.05 

 
(二)日本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表17是日本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對學校效能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根據表1的統計數

據可知，雖然四項領導行為: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人群政治型領導、以及

結構象徵型領導，對於學生滿意度與表現的解釋力超過28%，但是並沒有一項領導行為

的影響力達到顯著水準(p>.05)，顯示四項領導行為對於學生滿意度與表現並沒有顯著的

影響。在教師專業表現方面，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正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p<.05)，顯示

校長採用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將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滿意度與學習表現。 

在環境設備這項學校效能指標方面，影響力達到顯著水準的領導行為是結構象徵型

領導，顯示校長採用結構象徵型領導將有利於環境設備的學校效能。在社區資源這項學

校效能指標方面，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影響力顯著，顯示校長採用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將

有助於社區資源的學校效能。 

 

表17  日本國中小校長領導行為對學校效能迴歸分析摘要表 

 學生滿意與表現 教師專業 環境設備 社區資源 

 B β B β B β B β

團隊取向教學

領導 
.207 .155 .319 .399* .162 .179 .206 .273*

複合領導 .170 .249 -.074 -.180 -.025 -.055 -.075 -.193

人群政治 .024 .030 .067 .143 .036 .067 .086 .193

結構象徵 .136 .135 .093 .152 .227 .328* .100 .176

常數 11.488  7.951 6.035 7.881 

樣本數 174  174 175 172 

R² .282  .235 .236 .175 

F 值 16.606*  13.014* 13.122* 8.880* 

*表示 p<.05 

 
(三)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臺日比較 

根據表 16 與表 17 的結果，研究者將影響台灣與日本學校效能各項指標的領導行

為整理如下表 18。從表 18 可知，四種領導行為對於台灣學校與日本學校的影響效果有

所不同。對於台灣學校而言，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這

三類領導行為都能幫助提升學校效能，包括學生滿意與表現、教師專業表現、環境設備、

以及社區資源等。尤其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與複合式領導較重要，因為這兩類領導行為

分別對於學生滿意與表現、教師專業、環境設備、社區資源有最重要的影響。但是日本

的情況則不同，四種領導行為當中，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較重要，因為它不但影響教師專

業表現，也影響社區資源。結構象徵型領導也很重要，因為它對於環境設備有重要的影



響。 

就各種領導行為在台日兩個國家的適用情況而言，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無論在台灣

還是在日本，對於教師專業表現與社區資源都具有正面的效果，尤其是教師專業表現，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在台灣與日本都具有最重要的影響效果；而結構象徵型領導也是無論

台日都能對環境設備具有正面功效；這些是台日的相同之處。至於相異之處，本研究發

現校長若欲提升環境設備此項學校效能，在台灣以複合式領導最具功效，在日本則以結

構象徵型領導最具功效。而校長若欲提升社區資源此項學校效能，在台灣還是以複合式

領導最具功效，在日本則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效果最佳。 
 
表 18  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臺日比較表 

 學生滿意與表現 教師專業 環境設備 社區資源 

台灣 1.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2.結構象徵 

3.複合領導 

1.團隊取向教學領

導 

2.結構象徵 

3.複合領導 

1.複合領導 

2.結構象徵 

3.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1.複合領導 

2.結構象徵 

3.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日本 無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結構象徵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二、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分析 
(一)臺灣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之關係 

表 19 是台灣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對教師組織承諾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所分析的領

導行為包括四種: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人群政治型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

領導；而教師組織承諾則包括二個向度: 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根據表 4 的統計數據可

知，就努力承諾而言，四種領導行為的影響力皆達到顯著水準(p<.05)，顯示校長無論採

用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人群政治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皆能有利於

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其中又以結構象徵型領導的影響力最強。 

在留職承諾方面，影響力達到顯著水準的領導行為有團隊取向教學領導、人群政治

型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三項，至於複合式領導則影響力未達顯著水準(p>.05)。顯

示校長採用團隊取向教學領導、人群政治型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皆能有助於提高

教師的留職承諾，其中又以人群政治領導行為的影響效果最強。 

表19  台灣國中小校長領導行為對組織承諾迴歸分析摘要表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B β B β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088 .098* .130 .152* 

複合領導 .037 .083* .025 .059 

人群政治 .089 .166* .113 .221* 

結構象徵 .161 .208* .097 .131* 

常數 7.706 3.671  

樣本數 2170 2160  

R² .251 .257  

F 值 181.135* 186.376*  

*表示 p<.05 



(二)日本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之關係 
表 20 是日本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對教師組織承諾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根據表 5 的

統計數據可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人群政治型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等三項領導

行為，對於提升教師的努力持諾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其中又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

的影響效果最強。至於留職承諾，雖然四項領導行為可以解釋將近 23%留職承諾的變

異，但是沒有一項領導行為的影響力達到顯著水準。 

表20  日本國中小校長領導行為對組織承諾迴歸分析摘要表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B β B β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292 .287* .212 .223

複合領導 -.066 -.125 -.021 -.043

人群政治 .144 .239* .093 .166

結構象徵 .190 .244* .125 .173

常數 4.504 3.028

樣本數 173 173

R² .351 .226

F 值 22.681* 12.244*

*表示 p<.05 

 

(三)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關係之臺日比較 

根據表19與表20的結果，研究者將台灣與日本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的關

係，分別整理如下表21。從表21可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象徵領導、人群政治領

導這三類領導行為，無論在台灣或是日本，都能有助於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這是台日

兩國相同之處，至於相異之處，本研究發現四類領導行為對於日本學校教師的留職承諾

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力，是否因為樣本數少導致結果不明顯，或是另有重要的領導行為未

被本研究納入討論，是未來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的議題。 

從本研究結果來看，欲提升台灣教師的努力承諾，鼓勵教師在工作上盡心盡力，

校長採用結構象徵型領導最具效果，而人群政治領導、團隊取向教學領導、以及複合式

領導也能發揮功效。對於日本教師而言，校長欲提升教師的努力承諾，以團隊取向教學

領導行為最具效果，而結構象徵領導、人群政治領導也有效果。由此可見兩國不同的領

導效果，要激起台灣教師的努力承諾，校長需訂定明確的目標與執行程序，並透過一些

儀式傳達學校的價值，這樣的領導行為最具效果；不過對於日本教師而言，最重要是團

隊取向教學領導，校長要為學校建立教學團隊，支持、賦權予資深專業教師、或是學有

專長教師進行教學領導，如此最能激發教師的努力承諾。至於留職承諾，對於台灣教師

而言，校長要能關懷教師，接納教師的意見，並且以協商的方式處理爭端，如此教師的

留職承諾就會很高，比較不會調校或調職，而繼續留在原校打拼。而日本的情況因為四

種領導行為都沒有顯著的功效，所以這個部分還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表 21  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之臺日比較表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台灣 1.結構象徵 

2.人群政治 

3.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4.複合領導 

1.人群政治 

2.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3.結構象徵 

日本 1.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2.結構象徵 

3.人群政治 

無 

 
三、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分析 
(一)臺灣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關係 

表 22 是台灣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對教師工作表現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根據表 7 的

統計數據可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對於提升教師的工作表現具

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其中又以結構象徵型領導行為的影響效果最強。這顯示欲提升台灣

教師的工作表現，校長最適合採用結構象徵型領導，訂定明確的目標與執行程序，透過

儀式讓教師了解學校價值，如此最能激發教師的工作表現。 

 

表22  台灣國中小校長領導行為對工作表現迴歸分析摘要表 

 B β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070 .115*

複合領導 .004 .013

人群政治 -.006 -.015

結構象徵 .110 .209*

常數 8.108

樣本數 2167

R² .091

F 值 54.045*

*表示 p<.05 

 
(二)日本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關係 

表 23 是日本國中小校長領導行為對教師工作表現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根據表 8 的

統計數據可知，四種領導行為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影響皆未達顯著水準(p>.05)，顯示日

本教師的工作表現並沒有明顯受到這四種領導行為的影響，或許是因為樣本數太少導致

結果不明朗，或許是因為影響日本教師工作表現另有原因，這個部分有待後續研究來進

行了解。 

表23  日本國中小校長領導行為對工作表現迴歸分析摘要表 

 B β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059 .077

複合領導 .079 .202



人群政治 -.118 -.264

結構象徵 -.005 -.009

常數 7.699

樣本數 175

R² .024

F 值 1.026

*表示 p<.05 

 
(三)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關係之臺日比較 

根據表22與表23的結果，研究者將台灣與日本學校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的關

係，分別整理如下表24。從表24可知，結構象徵領導、團隊取向教學領導這兩類領導行

為，有助於提高教師的工作表現。尤其以結構象徵型領導行為的影響最強，台灣國中小

校長應採用結構象徵型領導行為來提升教師的工作表現。至於日本，本研究未發現哪一

種領導行為能有效提高教師的工作表現，留待日後研究繼續探索。 

 
表 24  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表現關係之臺日比較表 

台灣 1.結構象徵 

2.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日本 無 

 
四、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分析 
(一)台灣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之關係 

表 25 是台灣國中小學校教師的組織承諾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根

據表 10 的統計數據可知，教師的留職承諾與努力承諾對於教師工作表現都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力(p<.05)，教師的留職承諾越高，工作表現越佳；教師的努力承諾越高，工作

表現也越佳。根據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得大小可知，努力承諾的影響非常重要(Beta

為.413)，這顯示校長欲提高教師的工作表現，最好的策略是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 

 
表25  台灣國中小教師組織承諾對工作表現迴歸分析摘要表 

 B β

留職承諾 .066 .092*

努力承諾 .283 .413*

常數 6.206

樣本數 2213

R² .226

F 值 322.630*

*表示 p<.05 

 
(二)日本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之關係 

表 26 是日本國中小學校教師的組織承諾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迴歸分析摘要表，根



據表 11 的統計數據可知，教師的努力承諾對於教師工作表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p<.05)，教師的努力承諾越高，工作表現就越佳。這顯示校長欲提高教師的工作表現，

最好的策略就是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 

  

表26  日本國中小教師組織承諾對工作表現迴歸分析摘要表 

 B β

留職承諾 .034 .042

努力承諾 .183 .250*

常數 5.325

樣本數 184

R² .076

F 值 7.468*

*表示 p<.05 

  

(三)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關係之臺日比較 

根據表25與表26的結果，研究者將台灣與日本學校教師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

的關係，分別整理如下表27。從表27可知，欲提高台灣教師的工作表現，校長可以從提

高教師的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著手，尤其以努力承諾的效果最好。若欲提高日本教師的

工作表現，校長則需要在教師的努力承諾上下功夫，設法提升教師的努力承諾。  

  

表 27  國中小學校教師組織承諾與工作表現關係之臺日比較表 

台灣 1.努力承諾 

2.留職承諾 

日本 努力承諾 

  

五、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之關係分析 
(一)台灣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之關係 

表 28 是台灣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迴歸分析摘

要表，根據表 28 的統計數據可知，以四種領導行為預測教師的工作表現，共可解釋 9.1%

的差異，而四種領導行為當中，影響力達到顯著水準(p<.05)的有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

構象徵型領導(詳見工作表現 1 的模型)。將四種領導加上兩項組織承諾(努力承諾、留職

承諾)之後，整體解釋力提高至 24.4%)(詳見工作表現 2 的模型)，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的

影響顯著，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的顯著影響消失(p>.05)，結構象徵型領導的影響雖然仍達

顯著水準，但是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縮小(由原先的.209 變為.118)，而且人群政治領

導從原先的影響未達顯著水準變為負影響顯著(Beta=-.095, p<.05)，顯示努力承諾與留職

承諾可能具有中介效果。 

從領導行為對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的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對努力

承諾與留職承諾皆具有顯著影響，結構象徵領導也是一樣，對於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皆

具有顯著影響，因此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象徵領導係透過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而對

於工作表現產生影響。亦即校長採用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象徵領導，會提高教師的

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然後進一步提高教師的工作表現。值得注意的是人群政治領導，



因為人群政治領導對於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

對於工作表現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原先未控制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時，人群政

治領導對於工作表現的影響不顯著，在控制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之後，人群政治領導對

於工作表現的負向影響便顯現出來。因此，校長若欲提升教師的工作表現，可能要考慮

避免採用人群政治領導，因為它對於工作表現具有不利的影響效果。 

表 28  台灣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教師組織承諾對工作表現之迴歸分析表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工作表現1 工作表現2 

 B β B β B β B β 

團隊取向

教學領導 
.088 .098* .130 .152* .070 .115* .034 .055 

複合領導 .037 .083* .025 .059 .004 .013 -.009 -.030 

人群政治 .089 .166* .113 .221* -.006 -.015 -.035 -.095* 

結構象徵 .161 .208* .097 .131* .110 .209* .062 .118* 

留職承諾   .059 .083* 

努力承諾   .278 .406* 

常數 7.706  3.671 8.108 5.751  

樣本數 2170  2160 2167 2150  

R² .251  .257 .091 .244  

F 值 181.135*  186.376* 54.045* 115.152*  

*表示 p<.05 

根據上述分析，研究者將台灣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對工作表現的

影響模型繪製如下圖4。 

 

 

 

 

  

  

  

  

  

  

  
圖 4  台灣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教師組織承諾對工作表現的影響模型圖 

  

圖 4 的模型圖顯示，結構象徵領導、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對於教師工作表現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人群政治領導則有顯著負向影響；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對於工作表現之影響，

主要係透過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的中介作用；結構象徵領導、人群政治領導對於工作表

現之影響，也有部分是透過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的中介效果。校長採用團隊取向教學領

導、結構象徵領導，會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然後進一步提高教師的工作表

現。校長採用人群政治領導，其實對於教師工作表現有不利的影響，但是因為人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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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能提升教師的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而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又有助於提升教師的工

作表現，因此人群政治領導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影響才會隱晦不明。校長應了解人群政

治領導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負面效果，不要貿然實施。 

  

(二)日本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之關係 
表 29 是日本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迴歸分析摘

要表，根據表 29 的統計數據可知，以四種領導行為預測教師的工作表現，共可解釋 9.1%

的差異，而四種領導行為的影響力皆未達到顯著水準(p>.05)(見工作表現 1 的模型)。將

四種領導加上兩項組織承諾(努力承諾、留職承諾)之後，整體解釋力提高至 14.1%，努

力承諾的影響顯著，人群政治領導從原先的影響未達顯著水準變為負影響顯著

(Beta=-.362, p<.05)。由於人群政治領導對於努力承諾具有顯著正向影響(Beta=.239)，而

努力承諾又對於工作表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Beta=.372)，因此原先未控制努力承諾

時，人群政治領導對於工作表現的影響不顯著，在控制努力承諾後，人群政治領導對於

工作表現的負向影響便顯現出來。因此，校長若欲提升教師的工作表現，可能要考慮避

免採用人群政治領導，因為它對於工作表現具有不利的影響效果。 

表 29  日本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教師組織承諾對工作表現之迴歸分析表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工作表現1 工作表現2 

 B β B β B β B β 

團隊取向

教學領導 
.292 .287* .212 .223 .059 .077 -.034 -.044 

複合領導 -.066 -.125 -.021 -.043 .079 .202 .100 .254 

人群政治 .144 .239* .093 .166 -.118 -.264 -.164 -.362 

結構象徵 .190 .244* .125 .173 -.005 -.009 -.074 -.127 

留職承諾   .078 .097 

努力承諾   .279 .372 

常數 4.504  3.028 7.699 6.175  

樣本數 173  173 175 171  

R² .351  .226 .024 .141  

F 值 22.681*  12.244* 1.026 4.473*  

*表示 p<.05 

根據上述分析，研究者將日本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對工作表現的

影響模型繪製如下圖5。 

  

  

  

                                                        

  

  

  

  
圖 5  日本國中小學校領導行為、教師組織承諾對工作表現的影響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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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的模型圖顯示，人群政治領導對於工作表現之影響，有部分是透過努力承諾的

中介效果。校長採用人群政治領導，其實不利於教師的工作表現，但是因為人群政治領

導提升了教師的努力承諾，而努力承諾提升了教師的工作表現，因此人群政治領導對於

教師工作表現的不利影響，因為正負作用抵銷的緣故，才會不明顯。校長應注意人群政

治領導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負面效果。 

  

(三)國中小學校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關係模型之台日比較 
根據圖 4 與圖 5 的影響模型圖，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台灣還是日本，教師的努力

承諾對於工作表現的影響非常重要，而且在校長的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間扮演中

介的角色。而且人群政治領導無論在台灣還是日本，校長都必須謹慎考慮，因為這種領

導行為對於教師的工作表現具有不利的影響。以上是台日兩國的相似之處，至於差異

處，我們可以發現影響台灣教師工作表現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群政治領導、結構象徵

領導、努力承諾、以及留職承諾；可是對於日本教師的工作表現而言，影響因素就單純

很多，只有人群政治領導與努力承諾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這是兩國相當不同之處。  

  

伍伍..研研究究結結論論  
本研究蒐集臺灣國中小學校教師以及日本東北地區國中小學教師的問卷資料，以

探究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以及教師工作表現的關係模型，分別建

立台灣與日本的影響模型，並比較兩個國家的異同。經過統計分析後，獲得研究結論如

下: 
一、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一)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以及結構象徵型領導對於提升台灣國中小學之學

校效能具有功效，尤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式領導的施展最重要。日本則以團

隊取向教學領導的效果較重要，結構象徵型領導也有一些影響。人群政治型領導無

論在台灣或是日本，都無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顯現台日兩國在領導行為與學校效

能的關係上雖有差異，但也有相似之處。 

(二)國中小校長若欲提升教師專業效能，無論是台灣還是日本，都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

行為最具效果；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行為對於提升台灣學生的滿意與表現，也具有重

要的影響。 

(三)校長若欲提升環境設備此項學校效能，在台灣以複合式領導最具功效，在日本則以

結構象徵型領導最具功效。而校長若欲提升社區資源此項學校效能，在台灣還是以

複合式領導最具功效，在日本則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效果最佳。 

 

二、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之關係 

(一)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象徵領導、人群政治領導這三類領導行為，無論在台灣或

是日本，都能有助於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在台灣，校長採用結構象徵型領導最具

效果，在日本，則以團隊取向教學領導效果最佳。 

(二)複合式領導有助於提升台灣教師的努力承諾，但對於提升教師的留職承諾則無顯著

的助益；欲提升台灣教師的留職承諾，採用團隊取向教學領導、結構象徵領導、人

群政治領導這三類領導行為皆有效用，其中以人群政治領導效果最佳。欲提升日本

教師的留職承諾，則有待持續關注。 

 

三、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關係—結構象徵領導、團隊取向教學領導這兩類領導



行為，有助於提高台灣教師的工作表現。尤其以結構象徵型領導行為的影響最強；

至於日本，本研究未發現哪一種領導行為能有效提高教師的工作表現，有待後續研

究繼續探索。 

 

四、教師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關係—欲提高台灣教師的工作表現，校長可以從

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著手，尤其以努力承諾的效果最好。若欲提高日本

教師的工作表現，校長則需要在教師的努力承諾上下功夫，設法提升教師的努力承

諾。  

 

五、領導行為、教師組織承諾與工作表現之關係模型 
（一）台灣的模型—教師組織承諾（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是領導行為（結構象徵領導、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人群政治領導）影響教師工作表現的中介變項。 

教師努力承諾越高、留職承諾越高，工作表現就越佳。校長採用團隊取向教學

領導、結構象徵領導，能有效提高教師的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然後進一步提高教

師的工作表現。校長採用人群政治領導，因為有效提升了教師的努力承諾與留職承

諾（這兩項承諾有助於提升教師的工作表現），因此人群政治領導對於教師工作表

現的負面影響受到是隱晦不明的。台灣國中小校長應了解人群政治領導對於教師工

作表現的負面效果，不要貿然實施。 

（二）日本的模型—教師組織承諾（努力承諾）是領導行為（人群政治領導）影響教師

工作表現的中介變項。 

教師努力承諾越高，工作表現就越佳。校長採用人群政治領導，因為提升了

教師的努力承諾，而努力承諾提升了教師的工作表現，因此人群政治領導對於教

師工作表現的不利影響，因為正負作用抵銷的緣故變得不明顯。日本國中小校長

應注意人群政治領導對於教師工作表現的負面效果。 

（三）無論是台灣還是日本，教師的努力承諾對於工作表現的影響非常重要，而且在校

長的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 

（四）人群政治領導無論在台灣還是日本，校長都必須謹慎考慮，因為這種領導行為對

於教師的工作表現具有不利的影響。 

 

陸陸..預預期期效效益益達達成成 
過去學校領導行為多關注於以校長為主角的領導行為，面對臺灣近幾年教育場域相

較於以往更趨於價值多元性、行為複雜性與教師專業性；校長的單一領導行為，可能無

法面對複雜與多元的學校環境。因此本研究透過 Avolio 等人，以及 Sentocnik 等人對於

「未來的學校領導」的研究文獻的引導，期望匯集適用於價值多元性、行為複雜性與教

師專業性的環境的領導行為，並檢驗這些領導行為的效果；以建構適用於「未來」(亦

即可立即應用於學校場域的領導行為)學校領導行為的關係模式。同時，本研究也期望

檢驗跨國的領導行為是否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並以探討臺灣、日本兩國學校領導行為

的關係模式做基礎；研究結果具有基礎研究的學術價值。 

本研究預計可獲得之效益，以及達成情形，茲分列說明如下。 

一、學術效益達成情形： 

（一）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整理適用於未來的(即時可用的)領導行為的理論，包含團隊

取向教學領導取自於 Glatthorn 與 Newberg(1984)的理論；複合領導取自於 Uhl-Bien 等



人(2007)的理論；多元領導取自於 Bolman 與 Deal(2008)的理論；並將這些領導理論所

包含的領導行為歸納為：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調適領導、授權領導、結構取向領導、人

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行為。預計可發展本研究各個領導行為

理論之測量。 

經過問卷編制、專家效度、施測以及統計因素分析與信效度分析，本研究將上述領

導行為理論統合發展為四項領導行為: 團隊取向教學領導(即團隊取向教學領導)、複合

式領導(含調適領導、授權領導)、結構象徵領導(含結構取向領導、象徵取向領導)、人

群政治領導(含人群資源取向領導、政治取向領導)。各項領導行為之測量題目皆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能提供後續學術研究使用。預期效益達成。 

(二）本研究預計可建構領導行為影響關係模式。 

    本研究透過統計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路徑分析，分別建構出台灣與日本之領

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教師工作表現之影響模型，此部分預期效益已經達

成。 

(三)本研究期望進行台灣、日本跨國性領導行為之探討，並檢驗其效果的差異性與相似

性，以提高本研究結果的學術價值。 

    本研究以嚴謹的統計分析程序，建構完成台灣與日本有關領導行為及其影響效果之

關係模型，並依照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領導行為與組織承諾之關係、領導行為

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關係、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表現之關係、領導行為關係模型等等，一

一比較分析台灣與日本在上述內容上的差異，預期效益已經達成。 

 

二、實務效益達成情形： 

    本研究結果預期可提供全國國中小學校長，選擇適用的領導行為，以達成學校經營

的效果。目前研究計畫執行完畢，也分別獲得許多有關國中小學校長欲提升教師工作表

現、教師組織承諾、學校效能等等，最適宜採用的領導行為、可以採用的領導行為、不

適宜採用的領導行為，研究結果對於實務界校長的學校經營相當有幫助。預期效益達成。 

三、人才培養效益達成情形： 

    本研究預計訓練研究助理參與本研究工作之進行。期望研究助理在參與過程中，可

以從研究歷程中尋找未來研究主題，也可學習問卷的建立過程、統計軟體的運用、調查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等研究能力，以培養國家未來繼續從事學校行政研究的人才，以及培

養研究生相關的研究知能。 

    本研究之執行，聘任研究生與大學生擔任兼任助理工作以及臨時工，這些參與學生

於研究執行期間協助許多工作，共同討論、聯繫學校、資料整理與建檔等等，對於學術

研究的工作內容因為參與本研究而獲得了解，本研究欲培育學術後進的預期效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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